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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民众的情绪健康
和社会心态现状
郭菲1，蔡悦1,2，王雅芯1，李玥漪1,2，陈祉妍1*

摘要 为了解当前疫情下中国公众的情绪状况和社会心态，对 2020年 2月 18—20日、2月

21—22日的两项线上公众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近1/3的调查对象存在一定程度的

抑郁症状，22.4%存在明显的焦虑症状；与 2008年的全国调查相比，当前民众的抑郁水平更

高；在各类职业群体中，失业人群的焦虑和抑郁问题突出，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和创业者的心

理健康状况偏低；社会心态方面，公众处于不同的心理阶段，部分存在抑郁、愤怒倾向；在压

力下公众有更强的利他倾向，特别是对医务工作者有更强的支持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当前

的心理健康工作十分必要，疫情当下需继续加强公众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和心理疏导，逐步着

手预防和应对疫情后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在未来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公众心理

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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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

引起公众高度关注。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

生应急办公室最新通报，截至 2020年 2月 25日 24
时，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78064例 [1]。突发的

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威胁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也对公众情绪健康和社会心态造成强烈的冲击

和影响。

以往对于大规模暴发的传染病对于公众的心

理健康的研究发现，当疾病发生时常伴随着精神和

心理问题的增加[2]。医护人员战斗在救死扶伤的一

线，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和暴露于创伤环境中，使

得他们面临情绪健康风险，因此大量研究都是针对

医护人员开展的，例如有研究发现在 2003年重症

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暴发初期的针对医护人员

调查中，有 1/3的人存在情绪困扰 [3]。针对护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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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SARS期间他们不仅被愤怒、孤独、焦虑、

不确定感等情绪所困扰，还要面临污名化的问题[4]，

新加坡的一项研究也表明SARS流行的同时，精神

类疾病的发病率增加了21%[5]。中国的研究人员也

发现了一致的结果：SARS病房内的护士中有 17%
达到中度至严重抑郁[6]。

同时，普通大众的情绪健康也不可避免地会受

到影响。例如一项针对学生、城市社区居民和农村

居民的研究发现：在 SARS流行期间，这些群体的

情绪健康状况要低于全国常模[7]。SARS的传播速

度和传染性使人们产生了恐慌、无助的情绪，造成

心理压力[8]。目前，新冠肺炎作为一种尚未被人类

所清晰认识的新型传染病，呈现出高传染性、无特

效药、可致死性等特点，对社会公众而言，自身的可

控性和可预测性相对较低，也极易引发民众的恐慌

和心理压力[9]。

更值得重视的是，该类型的公共卫生事件给民

众带来的情绪健康影响可能不仅局限于在疫情期

间，有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首先是患者、患

者家属以及参与治疗和护理工作的医护人员。例

如研究发现，在事件发生的 2年后，参与救治的医

护人员仍然会有更高的耗竭感、心理压力、创伤后

应激等反应[10]。但这样的长期影响并不局限于这

些与疫病直接对抗的群体，有过隔离经历的民众的

情绪健康问题也会在疫情发生后的几个月一直持

续[11-12]。

因此，及时了解疫情下民众的情绪状况和心态

对于有的放矢地开展相关工作，采取行之有效的举

措进行干预至关重要，本研究提炼了最近开展的2
项调查，在分析民众的情绪状况和相关心态的基础

上为当前及以后类似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提供参

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疫情下调查对象概述。疫情下公众心理特

征数据来自于两项调查：第一，2020年 2月 18—20
日公众线上调查，此调查通过网络采集数据 1499

份，调查对象覆盖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

查对象的年龄 20 岁以下的占 1.4%，20~30 岁占

44.6%，31~40岁占 34.4%，41~50岁占 12.9%，50岁

以上占6.7%，调查对象中男性占20.5%。该调查使

用的工具为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简版）、广泛性焦虑

问卷（简版）。第二，2020年 2月 21—22日疫情心

态调查，此调查通过“科情在线”线上调查平台在全

国开展，共有 27972名公众自愿作答，有效答题问

卷 25218份。调查对象覆盖全国 34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平均年龄 32.52±10.50 岁，其中男性占

58.4%。该调查工具为抗疫心态问卷。

2）参照组调查对象概述。选取 2008年国民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中的成年人数据 6212份，

样本年龄范围 18~60岁,平均年龄 35.01±9.96岁。

取样覆盖中国 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本研究使

用该调查中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数据作为全国常

模参照。

1.2 研究工具

1）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简版）。流调中心抑郁

量表是国际上被广泛用于对普通人群进行抑郁症

状的筛查，调查中使用的是根据中国常模修订的9
题简版，以总分10分为界来判断有无抑郁倾向，以

17分为界来判断有无抑郁高风险[13]。该工具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为0.89。
2）广泛性焦虑问卷（2题简版）。用于一般人

群的焦虑水平评估，本研究采用的2题简版，总分低

于3分代表无明显焦虑问题，3~6分代表存在明显的

焦虑状况[14]。该工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4。
3）抗疫期间心态问卷。采用自编问卷，用于

了解当前民众对疫情的感受和态度，主要评估心理

阶段、利他倾向、物资储备倾向等。

4）背景信息问卷。用于收集调查对象包括人

口学在内的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地

域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当前民众的情绪健康状况

1）抑郁和焦虑的基本状况。抑郁作为情绪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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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风险最常见的指标之一，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

沮丧、悲伤等多种不愉快综合反应。伴随抑郁情绪

的相关症状对于个体的认知效能、工作学习以及人

际交往等会产生消极影响。

2020年 2月 18—20日调查结果显示，参加调

查的民众抑郁得分平均数（M）为7.11，标准差（SD）

为 5.34，中数为 6.00分。其中 6.8%的人抑郁分数

较高，属于高风险群体，20.7%有一定的抑郁倾向，

如不能进行及时和有效的干预和调整有加重成为

高风险的可能，总体上，近 30%的调查对象有不同

程度的抑郁表现。焦虑是一种紧张烦躁的情绪，缺

乏现实依据的过度焦虑极具破坏性，不仅会引发心

理痛苦还会导致正常社会功能受损。参与本次调

查的民众，在焦虑量表上的平均得分为 1.81（SD=
1.51），中数为 2。其中 22.4%的人具有明显的焦虑

问题。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参与调查民众中，女性抑

郁平均得分为 7.15（SD=5.31），男性抑郁平均得分

为 6.97（SD=5.45）；女性焦虑平均得分为 1.84（SD=
1.48），男性焦虑平均得分为 1.69（SD=1.62），尽管

女性抑郁和焦虑的得分都比男性高一点，但统计检

验发现，这种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t抑郁=-
0.52，ns；t焦虑=-1.52，ns）。

在年龄差异上，抑郁方面得分最高的是 30岁

以下的年轻人群体，其次为31~40岁人群，41~50岁
中年群体的抑郁水平最低，到 50岁以上群体的抑

郁水平又有所升高。突出表现为：30岁以下人群

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41~50岁人群显

著低于 40岁以下群体，但与 50岁以上群体相比差

异不显著（F=11.24，p<0.01）（图1）。

在焦虑程度上，同样呈现出青年人得分更高的

趋势。30岁以下人群焦虑平均得分为 1.88（SD=
1.59），31~40岁（SD=1.41）和 41~50岁（SD=1.47）群

体平均得分均为 1.74，50岁以上人群得分为 1.81
（SD=1.58），但是，这些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F=1.07，ns）。
不同学历群体的抑郁程度没有显著差异（F =

1.15，ns）。大专及以下得分为7.56（SD=5.60）；大学

本科为 7.02（SD=5.40）研究生及以上 7.00（SD=
4.85）。焦虑程度上呈现出显著的学历差异（F=
3.91，p<0.05）。表现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群的焦

虑程度要显著低于大专及以下人群（图2）。

2月18—20日调查调查显示，不同婚姻状况民

众的抑郁程度呈现显著差异（F=20.20，p<0.01）。

已婚群体的抑郁程度显著低于未婚和离异群体。

在焦虑程度上，尽管已婚人群（M=1.75±1.43）的焦

虑总体得分略低于未婚（M=1.88±1.60）和离异人群

（M=1.84±1.47），但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图3）。

图1 不同年龄段群体的抑郁水平

图2 不同学历群体的焦虑水平

图3 不同婚姻状态群体的抑郁水平

70



科技导报2020，38（4） www.kjdb.org

2）与 2008年情绪健康状况的比较。2008年

的国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覆盖了中国广大地区，本

研究将当前疫情下的国民情绪健康与2008年的全

国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2008年我

国国民的抑郁总得分为 5.06（SD=5.24），而本次的

平均分为7.11，高于全国调查。在抑郁风险的比例

上，2008年全国调查中得分在 17分以上属于高风

险群体的占 4.1%，14.6%虽未达到高风险，但已有

一定的抑郁倾向，而这两个比例均高于本次调查的

结果（图4）。

与 2008年全国调查结果一致，本次调查没有

发现男女在抑郁和焦虑上的显著差异。在年龄差

异上，同样显示了 30岁以下年轻人的抑郁程度最

高（30岁及以下组= 5.53±5.43，31~40岁组=4.72±
5.09，41~50岁组=5.02±5.22，50岁以上组= 4.33±
4.94，F=11.28，p<0.01）。不过，2008年全国调查显

示，50岁以上人群的抑郁得分是最低的。而这次

调查中 50岁以上人群的抑郁略高于 41~50岁人

群，尽管这个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在学历上，2008年全国调查发现，学历越高、

抑郁越低的趋势，2008 年的调查中（F=14.65，p<
0.01；大专及以下组= 5.22±5.24；大学本科组=4.83±
5.33；研究生及以上组=3.58±4.06）。而在本次调查

中没有发现学历对抑郁的影响，不论哪个学历的人

群在疫情下抑郁的得分都要高于 2008年的水平

（图5）。

3）不同职业群体的情绪健康。

针对不同职业群体民众的调查显示，在所调查

的几类职业群体中，情绪健康状况存在显著的差

异。抑郁方面，不同职业民众存在显著差异（F=
4.32，p<0.01），处于失业状态下群体的抑郁水平最

高（9.55±5.98），其次为私营企业工作人员（7.63±
5.65）；然后是个体经营或创业者（6.96±5.01）与党

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6.72±5.09），国有企

业工作人员抑郁水平相对较低（6.30±4.73），而没

有涵盖在这几类里的其他职业类型人群的总体抑

郁水平也偏高（7.18±5.53）。其中失业人群的抑郁

水平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私营企业工作人员抑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工作人员（图6）。
焦虑方面，不同职业民众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F=3.85，p<0.01）。主要表现为失业状态下群体的

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类型的群体（失业人员

= 2.66±1.63，私营企业工作人员=1.87±1.57，个体经

图4 与2008年全国调查的抑郁情况对比

图5 与2008年相比不同学历的抑郁水平情况

图6 不同工种群体的情绪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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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或创业者=1.80±1.53，国有企业工作人员= 1.67±
1.43，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67±1.38，
其他职业= 1.91±1.58）。

2020年 2月 18—20日调查还针对当前延期复

工的状况，调查了不同工作模式人群的情绪健康状

况，结果显示无论是抑郁还是焦虑状况，处于最高

水平的均是无业待业人员，其次为放假待命人员和

在家工作人员，到岗工作人员的抑郁和焦虑水平都

是最低的。

2.2 当前民众的社会心态

1）压力下的心理阶段。在2020年2月21—22
日的在线调查中，根据面对死亡的哀伤五阶段（否

认、愤怒、不甘、抑郁、接纳）（Kübler-Ross，1969）自

编问卷，调查对象当前所处的阶段。问卷包括4个
选项，分别对应前4个心理阶段，例如“希望一切只

是一场梦”对应否认，“情绪低落，什么都不想做”对

应抑郁。结果显示，在全体调查对象中，22.9%处

于否认阶段，21.7%处于愤怒阶段，48.9%处于不甘

阶段，6.6%处于抑郁阶段。这样的分布在不同性

别、年龄段和学历之间无显著差异。根据调查对象

的所在地区分为湖北省、当日有新增病例省份和当

日零新增省份，进行各阶段人数比例的差异检验，

发现临界显著（卡方=5.366，df=2，p=0.068）。3类地

区的对比数据见图7。
2）压力下的利他倾向。在2月21—22日的在

线调查中，编制了口罩分配问题，以评估公众的利

他倾向。口罩分配问题由3个问题组成，分别针对

不同对象分配口罩，具体问题是“假设你有50个口

罩，如果你的一位朋友/你不认识的医务人员/不认

识的公务员没有口罩，你会给对方多少个？”。

调查对象中，分给朋友口罩的平均值为 14.8
个，众数为10个；分给自己不认识的医务工作者平

均值为25.4个，众数是30个；分给自己不认识的公

务员平均值为13.3个，众数为10个；完全不分给朋

友的人占调查总数的 0.1%，不分给自己不认识的

医务工作者的占 0.2%，不分给自己不认识的公务

员的占4.3%。口罩分配问题以朋友为参照点来比

较，分配给医务工作者的数量显著高于给朋友的，

分配给公务员的数量显著低于给朋友的（p<
0.001）。对于不同对象在各种数量分配上的频率

分布见图 8。分配给不同对象的数量之间显著相

关，相关系数在0.48~0.53之间。

图7 不同省份的哀伤阶段情况

图8 对不同对象的利他意愿分布

对比口罩分配倾向的地区差异，发现给朋友

（F=4.756，p<0.01）、给医务人员（F=5.951，p<0.01）、

公务员（F=4.9.560，p<0.01）的口罩数量都差异显

著。多重比较显示，差异主要表现在：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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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湖北的调查对象比其他地区分配给别人的口

罩数量都更多：分给朋友、医务人员、公务员的口罩

数量分别为15.8，27.2，14.9个。

3）压力下的物资储备倾向。在 2月 21-22日

的在线调查中，我们询问了调查对象对口罩的需

求。问题是：“你觉得为家人每个人平均储备多少

个口罩会比较有安全感？”选项分为：20个以内、

20-50个、50个以上（图9）。卡方检验显示，地区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F=10.876，p<0.01），与零新增省

份相比，湖北省和其他有新增确诊省份的调查对象

都倾向于更多储备口罩。

3 讨论

2019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的公共

卫生事件，启动了几乎全国的一级响应，也使得14
亿中国人进入了全民抗“疫”的保卫战。作为一种

新型的疾病，其高传染性、可致死性、低可预测性等

特点对国民的身体健康构成巨大威胁的同时也不

可避免地对民众的情绪健康和心态产生影响。

3.1 新冠肺炎疫情对公众心理状态的影响

1）当前公众的总体情绪健康状况。

针对以往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传染

疾病的研究显示，当这些事情发生时，民众的情绪

健康往往也要经受巨大挑战。2003年 SARS发生

时，不幸感染的病患及他们的亲友，冲在第一线救

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志愿者、普通的民众的心理都

经受了极大的冲击[4,15-16]。最近发表的几个关于前

线医务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的文章显示，医务工作者

在高负荷工作的同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健康风

险，更易发生抑郁和焦虑问题[17-18]。

本研究的调查提示民众的整体平均状况亦反

映了当前疫情对人们情绪健康的负面影响。逾

20%的民众存在抑郁或焦虑表现，有近 7%存在更

严重的抑郁风险，属于高度建议应尽早进行心理干

预的群体，对照2008年的全国调查，民众目前的情

绪健康状况有明显的下滑，且高风险群体比例有所

上升。30岁以下的青年人的情绪健康状况最差，

抑郁和焦虑的得分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这

对于他们正常工作生活的干扰无疑是严重的。研

究发现的抑郁造成的工作虚耗超过其他心理障碍，

甚至可能会占到所有疾病负担的60%~85% [19]。同

时，以往研究发现有两个人群本来是情绪健康状况

较好的群体，一是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另一是高

学历的群体，但目前的调查显示这两个群体在情绪

健康，特别是抑郁上并没有表现出优势。研究报道

老年群体感染新冠肺炎后，出现重症的比例高于其

他年龄群体[20]，这一信息容易增加相应年龄段人群

的心理压力，从而加重焦虑、抑郁情绪。

2）不同职业群体的情绪健康状况。

由于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强，目前为了尽早控制

疫情，很多行业都处于停产停工的状态，而这也对

社会经济产生影响。疫情的危害除了因对自身安

全和健康产生的担忧和恐惧外，可能也会造成一些

民众要面临现实的经济压力，从而增加心理问题的

风险 [21-23]。本次调查发现在所调查的几类职业群

体中，处于失业状态下的民众的抑郁平均分接近

10分，也就是整体接近抑郁倾向的红线，同时他们

的焦虑程度也很高。在疫情下，一些私营企业、个

体经营和创业者的情绪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而

目前仍然能到岗工作的人员整体抑郁和焦虑水平

都相对较低。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可以复产复工的

地方可能疫情的严重性较低，另一方面工作除了能

带来经济收益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意义感的来

源[24-25]，从而对情绪健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3）疫情压力下的公众心态。

本研究借用Kübler-Ross的哀伤阶段理论[26]对

公众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发现近50%调查对象处于

哀伤5阶段的中间阶段，而目前处于抑郁阶段的调

图9 不同省份的口罩储备意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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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象最少。哀伤阶段理论概括了面对重大丧失

时人们通常经历的阶段，有助于理解人们在不幸事

件冲击下出现的不同情绪和反应。结合调查结果

来看，疫情对人们的冲击较大，很可能心理上还处

于消化过程的早期或中期，公众的心理状态还在发

展变化中，有必要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进一步追

踪评估。需要注意的是，这部分的分析推论也有一

定的局限。哀伤阶段理论虽然概括了5个阶段，但

实际上并不是说，人们的心理反应是依次经过这5
个阶段的[27]。与此同时，疫情中并非每个个体都面

对着典型的重大丧失或创伤，因此该理论对当前的

公众心态可能有些地方不适用。本次调查中使用

了简短的自编题目来评估，误差可能会偏大。

口罩分配问题的设计目的是评估人们的利他

倾向。结果显示，人们在把口罩分给朋友时，一般

倾向于自己稍微多留一点，而在把口罩分给陌生的

医务工作者时，倾向于自己少留一些，多一点给医

务工作者。这体现了公众对医务工作者强烈的关

怀和支持。人们分给公务员的口罩数量比给朋友

的略少一些，这意味着公众普遍愿意给予公务员一

些支持和关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人选择不

分给朋友或医务人员，但有 4%的调查对象不把口

罩分给公务员。这一方面显示人们普遍具有利他

倾向，但同时也提示着极少数人对公务员的理解和

支持较低。对比不同地区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更

显示，疫情严重地区的人们表现出更强的利他倾

向，与以往一些研究发现危机下人们表现出更强利

他行为的结果相一致[28]。

3.2 新冠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工作的建议

1）加强公众心理健康科普宣传与心理疏导。

保持稳定积极的心态，不仅对维护自身心理健

康具有直接影响，而且有助于维护躯体健康，保持

较好的免疫力；公众的良好心态对于凝聚合力、有

效防治提供了重要心理基础。在疫情出现后，中国

心理学界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已经行动起来，为

公众提供讲座、文章、动画等各种科普宣传，并在对

专业人员的组织和培训基础上开设了心理热线、视

频咨询等多种公益心理服务，这些工作是对公众心

理健康的有效帮助。在疫情下，公众普遍受到心理

影响，科普宣传与心理疏导具有覆盖人群广泛的特

点，仍是心理健康工作的主要内容。在疫情尚未完

全结束的阶段，仍需继续加强组织协调，充分利用

线上方式，引导民众积极开展自我调节，通过科普

文章、在线讲座、网络咨询、电话热线等服务形式，

确保心理健康公益资源对各类人群的可得性。

2）预防和应对疫情后的心理健康问题。

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并不会随着疫情消失而

很快消失。基于以往研究和工作经验，疫情下许多

个体面临丧亲或丧亲风险、经历未曾预料的困境，

会增高疫情后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障碍等问题的

发生率。在疫情后，需要针对延迟发生的各种心理

疾病开展预防性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对受

到疫情冲击较大的地区和人群，心理学工作者、社

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需要引导帮助民众重建有益

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健康生活方式；对经历特定事件

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高危人群进行适时的评估，发现

问题及时提供专业干预。疫情不仅直接影响心理

健康，它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也会加大心理问题的风

险。针对就业、职业发展、自我激励等方面，心理学

工作者提供更多科普讲座、培训、辅导，促进公众具

备更好的心理技能应对来自工作领域的压力。现

实状况与个人特征共同影响着一个人的心理健康

状况，而恰当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对于解决或减轻现

实问题非常重要。一方面心理健康工作的效果很

大程度上受到现实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心理学工

作者也需要通过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建言来维护

与促进公众心理健康。

3）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公众心

理健康素养。

与疫情防控工作一样，有序的组织是心理健康

工作发挥效能的重要保障。当前中国正在逐步建

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而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不断

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也日益显

现，集中体现在 3 个方面：相关法律不健全、管理

体制不明确、运行机制不畅通”[29]。未来需进一步

推进和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并纳入应急管

理体系[29]。与此同时，需大力提高中国公众的心理

健康素养，通过加强宣传和培训等方式，提高公众

74



科技导报2020，38（4） www.kjdb.org

的心理健康知识、技能与意识。在个体层面，心理

健康素养作为健康素养的重要成分，有利于心理健

康的维护和促进，并进一步有助于整体健康的维护

和促进[30]。在社会层面，公众具备良好的心理健康

素养有助于维护社会心态和情绪的稳定，以理性积

极的方式面对挫折和挑战[30-32]。

4 结论

本研究显示，疫情当下民众的焦虑、抑郁水平

有所上升，但压力下表现出更强的利他倾向。失业

人群与部分职业人群呈现更强的焦虑、抑郁问题。

疫情当下需继续加强公众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和心

理疏导，逐步着手预防和应对疫情后的心理健康问

题，并在未来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公

众心理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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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health status and social mentality of the Chinese general
public during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pandemic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motional state and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the Chinese public during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pneumonia pandemic, the data of two online public surveys conducted on February 18-20 and 21-22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arly 1/3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some degree of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22.4% have
significant anxiety symptoms. The current level of depression is higher than in the 2008 national survey. Among various
occupational groups, the anxiety and the depression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mong the unemployed, and the mental health stat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self-employed and entrepreneurs is in a relatively low level. In terms of social mentality, the public are in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tages, some of them are prone to be depressive and angry. The public tend to be more altruistic under
pressure, especially toward medical worker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the current mental health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to work upon, in the current epidemic it is necessary to persistently strengthen the public mental health publicity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o deal with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fter the epidemic,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and to improve the public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n the future.
KeywordsKeywords COVID-19 epidemic situation; mental health; social ment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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